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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穆陶《屈原》的主题明确而坚定：张扬屈原的爱国精神、无私品格和忠贞节操。在穆陶笔下，屈原的形象非常鲜

明，他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务实的爱国主义者。小说的情节简练集中，为了突出屈原的精神，穆陶重点写

了屈原内修法度、外抗强秦与撰写祭歌等事迹。穆陶努力追求史书的品格与诗意的表达，但相对而言，史胜于诗，在语言表

述上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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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思这篇小文时，正逢国家将纪念屈原的端

午节定为法定假日，屈原之所以能获得不朽的生

命力，主要在于他博大精深的思想、崇高伟岸的人

格和忧国忧民的意识。时到今日，屈原已经成为民

族精神的象征。用已故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汤

炳正先生的话说：“千百年来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

的研究和探索，是作为人格理想的追求和完善，是

作为民族精神的发掘和发扬来对待的。”（《百年屈

学》）[1]（P1）解读屈原与传承屈原精神不只是专家学

者们的事情，屈原是大众的，也是永远的，穆陶先

生的历史小说《屈原》便是以文艺的方式传承与发

扬着屈原的精神。试从主旨、形象、情节、表达四方

面论之。

一、坚定的精神书写

穆陶《屈原》的主题明确而坚定：张扬屈原的

爱国精神、无私品格和忠贞节操。穆陶在自序里谈

到《屈原》的创作目的时说：

人生本当有为，无为人何以生？故“有为”

无可非，要在“公”“私”之别耳。公而有为，愈

为愈善；私而有为，愈为愈恶。故兴公灭私，扬

善抑恶，乃人生千载不移之根本也。⋯⋯故屈

子之伟大，不唯因其辞赋，更因其志略。⋯⋯

屈原身处江湖，心怀故都。坚守节操，宁愿体

解而不变；痛悼沦辱，誓与家国共存亡。其忠

君爱国之心，千秋彪炳，万代流芳，不亦宜乎？

此即《屈原》之作意也。[2]（P1- 2）

一则说屈原之伟大在其志略，再则说屈原之

所以万代流芳在其忠君爱国，而归根到底，说人生

千载不移的根本是要兴公灭私，扬善抑恶。这样的

价值取向决定着穆陶对史料的选择、对情节的构

架、对形象的塑造乃至于作品整体风格的形成。除

了宏大的叙事与整体框架的安排外，作家心灵的

寄托往往不经意中就在人物的语言中体现出来

了。比如在与婵娟的对话中，屈原谈及吴起，说他

“变法过于峻急，从‘战’上想得多，从‘和’上想得

少。我要拟定的宪令，是既要有利于耕战，又要提

倡人们的善性，最后让人心回归到一个‘善’字上

来，这样才能最终消灭战争，实现一个和平而美好

的人类世界！”[2]（P102）这样的精神诉求与其说是屈原

的，还不如是穆陶自己的。当然，笼统而言的价值

观念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层面：既有个人人格的峻

洁（志洁行廉，反抗邪恶），也有国家民族的热爱

（忧国忧民，独立不迁），还有人生根本的追寻（兴

公灭私，扬善抑恶）。这种坚定的精神书写贯穿着

小说的始终，用穆陶自己的话说：“我写《屈原》的

心理过程，仿佛觉得是对一个遥远的灵魂的追

踪。”（《我写〈屈原〉》）[2]（P353）这种倾向的形成缘于他

史家的意识与眼光，他以读史的心态来读屈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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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加深了自己对屈原生平事迹和精神境界的理

解。他在后记里说：“一个历史小说的作者，不能没

有对历史的认识和认识历史的能力，他可以不是

一个文史专家，但他必须以社会历史学家的眼光

去考察研究历史，又必须以小说家的敏感去思考

人生，体悟人的灵魂，将人的恒情贯穿于社会人生

的长河之中。阅读《楚辞》，我希望读出历史的信

息，发掘出人的灵魂的潜流。”（《我写〈屈原〉》）[2]（P355）

二、鲜明的人物塑造

塑造屈原形象，首先有一个定位的问题。郭沫

若在 40年代写的历史剧，大体把屈原当成了文

人。在剧中人物郑詹尹的眼里，屈原“其实只会做

几首谈情说爱的山歌，时而说些哗众取宠的大话

罢了，并没有什么大本领。”[3]（P419）剧本还通过张仪

和南后之口表达出了文章家应该专门做文章，不

要来干预政治的观点。[3]（P452）在郭沫若的笔下，屈原

也有媚俗的一面，比如他赞美南后的话：“啊，南

后，你实在是太使我感激了。你请让我冒昧地说几

句话吧：我有好些诗，其实是你给我的。南后，你有

好些地方值得我们赞美，你有好些地方使我们男

子有愧须眉。我是常常得到这些感觉，而且把这些

感觉化成了诗的。我的诗假使还有些可取的地方，

容恕我冒昧吧，南后，多是你给我的！”后来南后肆

意地羞辱他时，他还在诚恳地请求：“南后，你不要

降低了你的身分。”[3]（P448）郭沫若很清楚：“要描写屈

原，如力量不够，便会把这位伟大人物漫画化，这

是很危险的。”[3]（P483）但实际的情况是，在历史剧《屈

原》中，屈原虽然没有被漫画化，但充其量只是一

个充满激情的文人形象，一个文章家的形象，不是

政治家，也不是哲学家。郭沫若后来也承认“关于

屈原的精神建树，可惜我在剧本里面没有表现得

充分。”（《〈屈原〉与〈釐雅王〉———致徐迟的信》）[3]（P491）

穆陶则明确说屈原：“分明是一杰出之政治活

动家”；“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思想家”；[2]（P359）

“他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有

着独立的人格情操，有着执着的追求精神，有着爱

国爱民的忧患意识。”[2]（P360）所以他在小说中着重写

他忧国忧民的一面，扬善抑恶的一面。比如同样写

屈原对郑袖（郭称“南后”，穆称“夫人”）的态度，在

穆陶小说中，郑袖为了得王后之位，威逼利诱想让

屈原为她写篇祈祷的颂词，可屈原义正辞严地大

笑说：“郑袖你听着，我的诗词文章，写的是天地灵

秀，人间真情，决不会去为罪恶作辩护，决不会去

为丑恶唱颂歌！我的笔墨，永远不会去为你那肮脏

的灵魂作粉饰的工具，永远不会让那可耻的私欲

玷污她的芳洁！”[2]（P290）写天地灵秀，写人间真情，而

决不为罪恶作辩护，决不为丑恶唱颂歌，这正是屈

原之所以为屈原的原因所在。这种分明的褒贬写

出了屈原的本性：绝不作首鼠两端的骑墙派。无欲

则刚，屈原的坚定与鲜明正是宋玉乃至后世无数

以屈原为不智的中国软弱文人所无法企及的。屈

原本身就是一个符号，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将其

符号化、概念化。在写屈原政治斗争的同时，作品

穿插着个人情感的叙述：有亲情（如与屈盖）、友情

（如与昭阳）、爱情（虚化妻室，塑造婵娟），也有君

臣之情（如与怀王、夫人）、师生之情（如与宋玉）。

不过宗旨既明，就要贯彻到每一个细节，包括这种

种人伦之情。比如爱情，在作者看来，以屈原的人

品，决不会亵渎爱情；所以作品写屈原出使齐国

时，齐王屡次许他在齐国选配夫人、侍妾，都被他

拒绝了，婵娟与他朝夕相处，他们也真心相爱，但

他们之间的爱是灵重于肉的爱，屈原在夫人去世

三年后才逐渐完成与婵娟的灵与肉的结合。

关于屈原的处世之道乃至屈原其人的真实

性，历史上都有过争议，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争议

的前提，是因为屈原无论是人品还是作品，都是孤

高特立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批评屈原不善

龙蛇之道者，是因为自己难于像屈原这样爱憎分

明，嫉恶如仇，虽九死而不悔；怀疑屈原及其作品

真实性者，是因为在屈原的前后左右看不到具有

相当规模的作家群与难分伯仲的作品集。事情的

真相或者说我们给屈原的定位正可用汤炳正先生

的话来表达：“屈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变法革新

的政治家、抗敌救国的外交家、忧国忧民的伟大诗

人。”[4]（P50）穆陶小说的成就首先便在于他对屈原的

定位是合乎民众心理期待的。

对待宋玉也是一样，在历史剧《屈原》里，郭沫

若为了衬托屈原，将宋玉塑造成了无耻的文人，可

能心里又觉得婉惜，所以有意据王逸的意见将《招

魂》的作者归于宋玉，并且把《橘颂》说成是屈原为

宋玉所作。这样的情节构思与人物塑造总给人分

裂之感。在穆陶的小说中，宋玉是一个害有“软骨

病”的文人形象。对宋玉的自私与软弱，穆陶也将

他放在公私善恶的微妙表演与选择中来表现，作

品写宋玉面对屈原深表同情而自己也曾经碰到过

的庄蹻，故意装作不认识，免得自己再陷入是非中

去。更有甚者，宋玉背叛师门，讨好郑袖，不顾容容

的安危，处心积虑地占有了婵娟。在穆陶的笔下，

只有婵娟才有资格得到屈原的《橘颂》，宋玉是不

可能得到的。当然，在郭沫若的历史剧中靳尚的唠

叨、张仪的奉承献媚还是非常到位的。

三、简练的情节构思

穆陶的《屈原》总共不过 20余万字，这主要得

益于他简练的情节构思。屈原的主要事迹是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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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度，外抗强秦，但史载极为简略。另一重要的依

据便是屈原作品，屈原作品除了《离骚》、《九章》这

样的政治抒情诗之外，受南楚巫风影响而成的《九

歌》、《招魂》也是重要的依据，其实很多社会风习

是由上而下的，楚国的上层政治包括屈原经历也

必与巫风关系密切。因此屈原的事迹主要集中于

内修法度，外抗强秦，兼撰祭歌。围绕这三条线索，

小说由“忧患”而始，中经“惩恶”、“琴韵”（含修订

宪令、撰写祭歌与宋玉、容容出场）、“却敌”、“使

齐”，而后因党人的“私欲”而“遭厄”（杜惠、婵娟相

继遭害，自己被放逐）、“问天”（殉国殉节）。

在序曲（第一章第一节）里，作品将楚人老子

揉入《离骚》末尾的远逝图，以梦境的方式引出倒

叙。第二节是整部小说结构的关键，在这里，穆陶

借魏国西门豹禁人牲祭河神故事的框架，依托“鄂

君启节”这一 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文物，虚

构屈原力阻小鄂君祭河神的情节。所不同的是，这

一情节中导入了入水救人的庄蹻，这庄蹻曾是鄂

府佣人，后因说错一句话，遭鄂家殴打并被逐出府

门。另外，作品提到，屈原本是使齐回来，顺路探访

民情。他从庄蹻口里知道，身为王亲国戚的小鄂君

竟然违法贩卖铜铁等军用物资给敌国。在这个情

节中，两大对立的阵营（屈盖、唐昧、昭阳、婵娟、庄

蹻；郑袖、鄂君、靳尚、张仪）得以形成，所有的矛盾

都聚焦于于此，所有的故事也都由此生发开去。因

为事关国家安全，楚王虽然犹豫但还是默认了屈

原对小鄂君的处罚，并支持屈原的联齐与变法。而

屈原的变法又因使齐与贩卖铜铁案而起，并有针

对性地限制鄂君启们的特权。后来靳尚、鄂君启等

人却因此而揭发屈原“勾结盗贼，图谋不轨；宣扬

宪令，收买民意”。怀王在鄂君启、靳尚等人的遮蔽

下，不再支持屈原的变法，他还是过问屈原，不过

关心的是祭祀的事而不是屈原自己日夜操劳的宪

令的事，这一情节类似于汉文帝对贾谊的“不问苍

生问鬼神”。所以小鄂君及其贩卖铜铁的事是上层

矛盾的焦点，而庄蹻是屈原联系民众的纽带，结识

庄蹻既是屈原改革的动力之一，也是屈原遭逐的

原因之一。为了集中笔墨写矛盾斗争，作者将屈原

九年的流放生活一笔带过了，然后在尾声中采用

“虚写”的方法，以屈原的“神游”来表现他的这一

时期的悲怆彷徨而又不甘舍弃自己报国理想的矛

盾心理。这样处理的好处，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是

会以最俭省的笔墨来达到刻画屈原心理状态的效

果的。”[2]（P357）

显而易见，穆陶是以屈原精神来选择材料并

组构情节的。相对于内修法度，外抗强秦与撰写祭

歌而言，屈原的爱国精神与独立人格是一条更加

深隐而又重要的线索。因为抱着严肃的创作目的，

穆陶没有像郭沫若那样 “想当然的揣测”[3]（P488）情

节，也不去追求创作时一挥而就的快感，而是始终

让情节的构思为突现人物的主要精神服务。比如

在郭沫若的笔下，屈原遭逐是因为误落南后圈套，

扶抱南后而被怀王张仪们撞见，郑詹尹受靳尚指

使毒死屈原，虽有犹豫但最终还是依计而行，结果

是婵娟误食而中毒身亡。而在穆陶的小说中，屈原

对郑袖一向敬而远之，送给屈原的毒酒也由送酒

人杜惠主动代喝，这样的情节显然更能衬托出屈

原人格的感化力量。当然，穆陶小说中也不乏过于

简略的情节，如屈原入秦营退秦的情节便简单而

又老套。

四、两美的诗史表达

应该肯定，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的文采、气势

与激情是他人难以逾越的，尤其是其中的 《雷电

颂》，以无以复加的火山喷发般的激情写活了屈原

的极端愤怒。郭沫若说自己创作《屈原》时，“脑识

就像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地涌出，涌到了平

静为止。”[3]（P485）郭沫若的《屈原》给人印象最深的正

是这种满富才情的诗意表达。在郭沫若笔下，就连

南后也是文采飞扬的，她说屈原：“就说你的诗，也

不比一般诗人的那样简单，你是有深度，有广度。

你是洞庭湖，你是长江，你是东海，你不是一条小

小的山溪水，你不是一个人造的池水啦。”[3]（P409）她

说自己：“我是不能够甘于寂寞的。我要多开花，我

要多发些枝叶，我要多多占领阳光，小草、小花就

让它在我脚下阴死，我也并不怜悯。”[3]（P409）连自私

之心，嫉妒之心也以比喻敷陈出之。

相对而言，穆陶的《屈原》更具有史学的品格。

上文关于情节的构思与形象的塑造已有所提及，

在表述风格上，穆陶小说也表现史书般的严谨与

冷静。他自己说：“至于某些属于职位的专称，我是

认真对待，不敢含糊从事的。”[2]（P358）这与他的主观

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很重视史料的分辨工作与屈

原接受的情况，以及屈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小说末

尾所附的 《屈原评说文摘》、《历代咏屈原诗选抄》

及《参考文献》便是明证。作品的表现形式往往不

是一个单纯的形式问题，而是同时选择了一种价

值观念和形式立场。

当然穆陶很清楚，著意于史书的品格不应该

放弃艺术的立场，更何况自己所面对的是伟大的

诗人与浪漫瑰奇的作品。所以序曲中有在《离骚》

远逝图的基础上揉入老子而成的梦境的描写，末

尾又将《离骚》中陈词舜帝、上下求索、远逝自疏的

神话境界搬入了小说。中间更有舜帝《南风歌》的

引入，《国风》“二南”诗歌的引入与对司马相如的

《子虚赋》的借鉴。还有为怀王作《招魂》的场面，以

《山鬼》祭容容、婵娟、杜惠乃至一切圣洁而遭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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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的女性的情节，和在溆浦碰到歌而过孔子的楚

狂接舆的第五代玄孙的遭遇。所以曾敏之先生在

为这部小说作的序里说：“作品以凄婉的情节，将

当时楚国的社会风貌和《离骚》的神话内涵，有机

地融合在一起，更使小说带上了诡异虚幻的浪漫

色彩。”[2]（P4）应该说，曾氏的这一评价是比较公允

的，穆陶在努力的追求着诗史两美的叙述风格。

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两美的境界主要体现

在宏观的情节与场景，在具体的语言表达上却未

能如愿。穆陶欣赏郭沫若历史剧语言的通畅，在自

己的小说中也有意使用今天的口头语言，但他不

像郭沫若那样做得彻底，他不甘心放弃自己作品

的学术含量与文化氛围，所以他经常在文白之间、

雅俗之间摇摆不定。雅的如：

还为先生准备好了文车一驷，焦桐古琴

一张。[2]（P246）

郑袖欠了欠身子，用柔荑般的手指抚摸

着楚王的手臂。[2]（P61）

“柔荑”本出《诗经·硕人》，是极典雅之语，用

在这里却于整体风格不宜。俗的如：

屈原：“⋯⋯因为走时遇上点麻烦，没有

来得及购买，真是对不起你。”[2]（P23）

（接舆五代玄孙）：“怎么？你是查户口

的？”[2]（P328）

（接舆五代玄孙）：“信不信，不信我信。”[2]

（P329）

昭阳听了，恨恨地道：“靳尚算个什么东

西！肯定他又受了张仪的礼，这种人吃里扒

外，狗也不如，向大王禀报时一定告他一状！”
[2]（P42）

只见小鄂君声嘶力竭地喊起来：“要杀我

又来看我，他妈的我成了猴儿了！大王大王，

大王是我的姐夫，屈原是我的儿子，你们统统

是我儿子⋯⋯”[2]（P105）

屈原与溆浦老人———接舆第五代玄孙的话太

俗，纯粹是市井语言，不合两人的文化身份。昭阳

的话，虽解心头之恨，但毕竟有损正人君子的形

象。小鄂君被斫去双足，内心必至暴戾，但再卑劣

的本性也不一定要用粗俗的语言来表达。还有不

少文白夹杂，雅俗难调的：

屈原说：“当今天下强国，惟楚、秦、齐而

已。不进则退，此乃常理。这次五国伐秦失败，

已经证明了秦国国势的强大。臣以为，当务之

急，不在外而在内。[2]（P19）

屈原：“臣不能预察张仪之奸，是臣之过。

但求大王将张仪的所作所为通告秦王，同时

宣布张仪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遣送回国。”[2]

（P55）

张仪道：“无论如何，贵国杀我一人辱我

一人，这是在下不能接受的，我要提出抗议！”
[2]（P63）

此中“不受欢迎”、“抗议”之类实在太过现代

了。

还有与语言相关的注释问题。为了保持传统

文化的面貌，穆陶在小说中用了一些古语，不得不

加上一些注解，这本是一大创意，但实际操作的过

程中，也难免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鄂君

启是当今国王的外舅。”用“外舅”又于页下加注：

“先秦时称岳父曰外舅。《尔雅·释亲》：‘妻之父为

外舅’。”[2]（P12）绕了这么个圈子，不如直用“岳父”就

是。他如“宫宰”、“灵子”等莫不如此。又有需注而

不加注，不需注而加注者，前者如老子之“视之不

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后者如“后宫”之类。

就语言本身而言，穆陶的小说不若《三国演义》式

的浅近文言典雅，也不若郭沫若式的现代白话畅

快。诗史两美的评价也要因此而大打折扣。

余 论

历史小说总难于历史与小说的双重要求、双

重品格下游刃有余。过于强调历史的真实与道德

的评判会使小说变得刻板干枯，而无端的附会与

情欲的恣纵又会让作品坠入庸俗卑媚。不仅如此，

历史人物本身的性格与成就及其在后人心目中的

地位也是千差万别的。一般的人物可以解构，但真

正的民族精英不容嘲弄，真正的民族败类不可翻

案。屈原是千古精英中的第一人，自然不容丑化、

滑稽化乃至文人化。在这样的民族精英面前，一个

作家不能丧失起码的道德良知和人文关怀。穆陶

历史小说《屈原》的成功在于其始终诠释着民族文

化的灵魂，思索着生命的存在价值与意义，指引着

现代人们努力的方向与目标。

（责任编辑：陈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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